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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台灣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比較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在社會責任履行上的差異，同時討

論相關公司治理機制是否會改變家族企業在社會責任行為的投入。根據 10,784 筆公司/年的樣本，研究結

果發現台灣家族企業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意願上，並未有顯著差異。但在進一步考量相關公司治理機

制的差異下，當家族企業願意聘用較多獨立董事以提升董事會獨立性時，家族企業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履

行意願上會有顯著提高。本研究亦發現當企業有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時，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意願

顯著降低，但家族經營型態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聯性並未受到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的影響。 

關鍵詞：家族企業、企業社會責任、董事會獨立性、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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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ing evidence does not convincingly show that Taiwanese family firms are willing to pursu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study, based on a sample of 10,784 firm/year observations, investigates 

whether family firms are more willing to engage in socially responsible corporate activities than non-family on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mily firms are not more willing to pursu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en we further 

consider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board independence,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irm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n be increased. Also, we found that the deviation between controlling rights 

and cash flow rights reduc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ut does not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irm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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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二十餘年來，企業詐欺、非法掏空、內線交易等相關企業不當作為事件從未停歇，例如美國恩隆

案、日本東芝財報造假案、韓國三星政商勾結案、台灣樂陞內線交易案等，對於整體社會與經濟發展產生

極大的傷害。全球各地產官學界紛紛疾呼提升企業應履行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之義務，以確保產業與社會的均衡發展。 

窺探相關企業醜聞的發生，大多與企業重視短期獲利的行為脫離不了關係，即企業專業經理人操弄

或捏造相關企業資訊，以獲取企業利害關係人的信任，如股東或顧客等，進而從中獲取不當利益。根據代

理理論，這類不負責或違反倫理道德的作為，多與專業經理人的短視近利有關，因其可以透過這類不當作

為的操弄來獲取個人最大利益(Jensen and Meckling, 1976)。為解決這類代理問題所衍生的龐大社會傷害，

家族企業的經營型態因而獲得高度的關注，因其經營權與所有權連結的關係，加上企業對於家族成員間

傳承的期待，這般的屬性使家族企業較具有長期經營理念，且竭力於避免醜聞，以鞏固永續發展的企業目

標(Dyer and Whetten, 2006; Gallo, 2004; Godfrey, 2005)。《天下雜誌》於 2016 年的調查中即指出「進入後

海嘯時代，短視近利的敗亡教訓，令企業心有餘悸。一度被評為過時的「家族企業」，反而躍為全球爭相

取經的新主流」。日本《日經週刊》於 2016 年亦曾提出，日本企業應回頭向家族企業學習的主張。這是否

也意謂著，與非家族企業相比，家族企業會因追求長期且永續的理念下，更願意投入企業社會責任的履

行？ 

回顧國內相關研究，家族企業之相關研究累積甚豐，惟僅少數探究家族企業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關聯

性。在有限的研究中，相關研究者亦多針對家族企業對企業不當作為(corporate misconduct)的影響(林嬋娟

與張哲嘉，2009；廖秀梅與陳依婷，2010；許勝凱，2013)，如舞弊、財務資訊不正當接露等。相對於企

業不當作為的消極負面作為，企業社會責任之履行乃超越法律規範之積極面作為，更符合社會的期待與

未來發展趨勢。為填補相關研究缺口，本研究首要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在企業社會

責任行為上的差異。不過台灣家族企業涉入不法活動的個案亦非罕見，例如王又曾家族轄下的力霸案即

是近年重要的案例之一。根據代理理論，家族企業會產生其他類型的代理問題，即控制股東與小股東

(Principal-principal)之間的代理問題，控制股東藉由對企業經營控制權的取得，可能在為謀取自身利益的

情況下，導致小股東的利益被大股東剝奪(Hart, 1995; Shleifer and Vishny, 1997)。根據家族企業相關研究亦

證實股權結構、董事會組成等因素會對家族企業相關舉措產生不同影響，導致家族企業相關舉措不會完

全相似(Arosa et al., 2010; Corbetta and Salvato, 2004; San Martin-Reyna and Duran-Encalada, 2012)。爰此，

在討論家族企業是否較願意從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同時，有必要進一步考慮家族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

是否對其從事企業社會責任產生影響。 

相關治理結構問題中，影響家族企業是否可能產生「大股東—小股東代理問題」的一項關鍵因素，就

是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程度，因偏離程度愈大，代表控制股東所需承擔之企業經營風險與其取得控

制權之成本不對稱(張瑞當等，2007)，當控制股東有私利追求的誘因情況下，可能導致家族企業在追求永

續經營的動機下降，進而降低從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意願。另一項有助於企業實踐社會責任活動的治

理結構，即為獨立董事之聘用，但因獨立董事對於家族企業是外部勢力的象徵，愈多獨立董事代表家族力

量愈可能遭到制衡，Afza Amran 與 Che Ahmad (2009)、Anderson 與 Reeb (2004)、Cruz et al. (2014)等相關

研究即指出家族企業較無意願聘用獨立董事。惟過去研究中，曾指出獨立董事仍可降低企業經營者道德

敗壞的問題，使企業利益關係人相互間資訊不對稱的情形下降(Anderson and Reeb, 2004; Palmberg, 2015)，

也可幫助企業創造較佳的股東權益(Cotter et al., 1997)及營運績效(Gani and Jermias, 2006)，即家族企業願

意聘用較多獨立董事，應有助於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與追求永續。綜合上述，本研究另一研究目標在於探究

「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程度」及「獨立董事比例」是否對家族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行為產生調節效果。 

本研究將以 2004~2013 年台灣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並以社會責任資訊報告書的主動揭露作為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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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社會責任之觀察指標，藉由縱橫斷面資料(panel data)之實證設計來回答以下問題：(1)家族企業是否比

非家族企業更願意履行社會責任？(2)家族企業的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程度是否對家族企業在履行社

會責任的行為上產生調節效果？(3)家族企業聘用較多獨立董事是否能對家族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

上產生調節效果？ 

貳、 文獻回顧與假設 

一、 企業社會責任 

根據金管會所頒布之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第七條，企業社會責任指「上市上櫃公司

之董事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企業實踐社會責任，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以確保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之落實」。其中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應充分考量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包括有：(1)

提出企業社會責任使命或願景，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2)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

公司之營運活動與發展方向，並核定企業社會責任之具體推動計畫、(3)確保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揭露

之即時性與正確性。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則為「企業承諾持續遵守道德規範，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並且改善員工

及其家庭、當地整體社區、社會的生活品質」。雖然不同機關或組織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不盡相同，但

相關主張多強調企業的相關營運活動應考量企業與利害關係人之間的責任關係(Hsu and Cheng, 2012; 

Marques et al., 2014)。 

至於企業社會責任所應涉及的範圍，相關文獻亦未有一致性的看法。根據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2009)所定義的範圍包含有工作場所、市場、外部環境與社會等。工作場所的社會責任主要涉

及範圍為企業內的人力資源管理相關活動，如性別、年齡等(Groves et al., 2011)；市場的社會責任影響範

圍包含有企業對其供應商、顧客及競爭對手等的相關活動，例如產品資訊的揭露(Korschun et al., 2014)；

環境的社會責任範疇則以企業活動對於環境相關影響，如環境污染、節能減碳等(Orlitzky et al., 2011)；社

會面的企業社會責任焦點則在於企業公民活動，如公益活動的舉辦(Xu and Yang, 2010)。 

企業社會責任面相多元，但並非所有企業對各種面向活動均同等重視或有相似的投入程度(Hsu and 

Cheng, 2012)。與企業其他營運策略形成的觀念相似，企業是否願意投入社會責任的活動及對應程度，均

受到管理團隊的高度影響(Marques et al., 2014)。即企業決策團隊的組成對於社會責任的履行與否，應扮演

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再者，社會責任的履行會影響企業的利益，Malik (2015)針對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作了

大規模的研究彙整，指出社會責任的履行可以為企業帶來多重面向的利益，包含員工、顧客、供應商、社

區、社群、環境等。歸納而言，履行社會責任與經營團隊勢必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二、 家族企業與企業社會責任 

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因經營結構的不同，即所有權與經營權的連結，使得營運行為會與一般企業

有所差異(洪榮華等，2010)。基於家族企業較有世代傳承的特性，會較願意犧牲短期利益以獲得長期較大

的利益，例如李振宇與蘇威傑(2009)之研究就指出家族企業有較高的研發與創新承諾，藉此以換取未來可

能的成長。家族企業這般的行為模式，可以用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忠僕理論(stewardship theory)及社

會情感理論(social emotional wealth theory)加以解釋。從代理理論觀點來看，非家族企業的經營權與所有

權屬於分離狀態，股東希望藉由雇用專業經理人，來為其創造股東價值。惟專業經理人在屬於非股東的身

分情況下，往往會以自身利益作為經營企業時的最重要考量，採取對於企業可能不利的策略行為(Jensen 

and Meckling, 1976)，例如降低研發費用支出以換取短期較為優異的財務表現(Lee and Chang, 2014)，進而

對股東們的利益產生傷害。 

忠僕理論認為在家族企業中具家族背景的管理者，其行為模式會較類似於企業內部的忠僕或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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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對於自身所管理的家族企業會有較高的向心力及歸屬感，並展現較高的組織承諾，對於犧牲自我

利益以換取企業長期穩定發展的意願較高(Miller & Le-Breton-Miller, 2006)。從社會情感理論來看，企業管

理者會認為其所營運的企業為家族成員們的公共財，非專屬於特定人(Gomez-Mejia, 2007; Gomez-Mejia et 

al., 2011)。換言之，家族成員會在意企業與家族的聲譽，產生非完全以經濟利益為優先之價值觀，在營運

策略的考量與選擇上，會傾向以維護家族總體利益為最大考量。 

綜合上述理論觀點，家族企業應比非家族企業有更高的意願投入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因社會企業的

履行被視為是企業追求長期且永續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相關研究雖未能蓋棺論定，但不少研究者認為

且證實家族企業有較高的意願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之活動(Castejón and López, 2016; Cruz et al., 2014; Liu et 

al., 2017; Marques et al., 2014; Panwar et al., 2014)。本研究以較多數研究之主張，認為家族企業比非家族企

業應有較高的可能性投入社會責任活動，故： 

假設 1：家族企業比非家族企業有較高的可能性投入企業社會責任活動。 

三、 公司治理結構 

在比較家族與非家族企業在社會責任的相關研究中，雖多數結論認為前者較有意願投入社會責任活

動，但仍有少數研究發現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在社會責任活動上的差異性不明顯(Amann et al., 2011)或

較低(Campopiano and De Massis, 2015)。Déniz-Suárez 與 Cabrera-Suárez (2005)認為家族企業並非一群完全

同質的企業體，不同的家族企業之間，彼此間的文化、領導者、股權結構等差異(Bingham et al., 2011; 

O’Boyle et al., 2010; Sorenson et al., 2009)，促使家族企業在社會責任表現上會有非一致性的狀況。例如

Bingham et al. (2011)調查發現，家族企業中愈多高階管理團隊成員由家族成員擔任，企業社會責任會愈被

重視。換言之，探究家族企業之間的差異性，有助於深入了解家族企業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聯性。 

公司治理結構是近代探究家族企業行為與營運效益的重要基礎，因不當的公司治理結構設計，引發

家族企業的不當作為，衍生出極大的負面外溢效果。從代理理論觀點來看，當家族企業中的控制權與現金

流量權出現高度落差時，易產生誘因，導致家族企業中的控制股東們採取犧牲小股東們利益的行為，或具

道德風險的策略行為，進而以較少的控制成本來槓桿較大的個別利益，也就是控制股東與小股東(Principal-

principal)之間的代理問題。再者，從公司治理研究中發現，獨立董事對於企業盡社會責任有其正面的貢獻

(Harjoto and Jo, 2011)，乃因獨立董事為社會賢達，對於企業營運策略的擬定及價值定位，往往能夠提供

正面的助益。但家族企業的董事會對於外部董事多持較為保守態度(Cannella et al., 2015)，如家族成員願

意晉用較多獨立董事，可能對其在社會責任的作為會有一定的影響。以下將進一步討論「控制權與現金流

量權偏離程度」及「獨立董事」在家族企業與社會責任關係上的調節效果。 

(一) 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程度之調節效果 

控制權係指存在控制股東的情況底下，控制股東所持有具投票權股票之比例。根據La Porta et al. (1999; 

2002)的主張，是否存在控制股東可以透過衡量股東的直接及間接持股比例作為判斷基礎，如兩個合計超

過 10%以上，則該企業股權結構中存在有控制股東。家族企業裡，家族成員多數可以透過直接、交叉及

金字塔持股結構來達到控制權的產生，例如關係企業或法人機構的交叉持股等。現金流量權代表所有權

人可以參與企業現金流分配的權力，為實際所有權的一種展現方式。當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程度愈

高，代表著控制股東所採取的管理作為若對企業現金流量產生傷害時，所承擔的損失遠低於其所取得控

制權的成本。在此情況下，控制股東極可能以追求私利為管理前提，導致傷害其他股東的權益(Claessens 

et al., 2000; Shyu and Lee, 2009)。Masulis et al. (2009)更指出，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的偏離會導致主理人(大

股東)與主理人(小股東)之間的代理問題及現金的不當使用。 

關於控制權偏離問題，國內外研究均指出控制權偏離程度過高時會導致諸多對企業不利的行為。從

企業價值來看，Claessens et al. (2002)的研究即指出高度的控制權偏離會導致企業價值的折損；高蘭芬等

人(2006)以國內企業為研究對象，同樣指出控制權偏離與企業價值間的負面關係。從資訊揭露與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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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角度來看，陳瑞斌與許崇源(2007)發現企業的控制權與現金流量權偏離程度愈大時，企業之財務報表

揭露水準愈低，代表企業之代理問題愈嚴重與公司治理品質低落；李振宇與蘇威傑(2009)的調查則發現控

制權偏離的問題會導致企業研發作為的低落，使得企業未來的創新性與成長性可能被折損。 

社會責任的履行關係到企業的長期及永續發展，管理者需要對企業相關資訊作充分的揭露及研擬對

相關利害關係人有益的行為，進而提升企業價值。綜合考量社會責任的長期性與控制權偏離恐導致的代

理問題，家族企業原有被期待在社會責任上的正面效益，恐因控制權偏離問題，誘使經營者追逐短視近利

行為，弱化家族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意願，故： 

假設 2：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會弱化家族企業參與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可能性。 

(二) 董事會獨立程度之調節效果 

除了股權結構對於家族企業在社會責任履行上會有影響外，有效的董事會結構設計，也是用以確保

經營者能夠擬定與執行對企業及股東有利策略的重要機制。在眾多董事會結構議題中，董事會獨立性的

高低，被視為是衡量企業是否具備良好公司治理品質的重要指標之一。主要原因是獨立董事並非直接參

與企業每日運作且未擔任管理者職務，且獨立董事與經營團隊及其他內部董事較無利益關係的連結，因

此可以針對企業營運與營運表現提供較為客觀與公平的意見(Carter et al., 2003; de Villiers et al., 2011; 

Donnelly and Mulcahy, 2008)。除此之外，獨立董事多社會菁英或其他組織的重要決策者，具備極高的專業

素養，較能著眼於更多財務外的治理議題，因此被認為較具有長期觀點，並較能協助企業追求永續發展

(Johnson and Greening, 1999; Liao et al., 2015)。不少相關實證研究指出，當董事會由較多獨立董事組成時，

對於經營者與企業營運能有較高程度的監督力量，降低代理問題發生的機率，及促進較為優異的營運績

效(Dahya et al., 2008; Lefort and Urzua, 2008)。國內相關研究亦有不少證據指出董事會獨立性提高所帶來

的正面效益，例如丁秀儀與翁天龍(2013)之研究，發現獨立董事有助於穩定企業獲利表現；劉韻僖(2006)

以國內科技業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也指出董事會獨立性的上升，對於營運績效的正面的助益。 

除了對於企業營運績效的助益外，獨立董事的背景較多元化，以及其與企業無財務關係的牽連，被認

為是具有較強的利害關係人導向(Stakeholder orientation)(Wang and Dewhirst, 1992)。此般的利害關係人導

向較能使獨立董事會顧慮各式利害關係人的權益，而不僅僅是為了滿足股東財務性的需求(Johnson and 

Greening, 1999; Michelon and Parbonetti, 2012)；即董事會中有較多獨立董事的參與，當有助於提升董事會

在各式利害關係人之間扮演協調者的角色，促進企業擬定具責任性的相關營運策略(Haniffa and Cooke, 

2005)。國內相關研究，例如廖益興與楊清溪(2007)即發現董事會獨立性有助於提升公司財報品質，以確保

股東與相關利害關係人的權益。歸納而言，隨著獨立董事的聘用人數增加，董事會對於企業在社會責任履

行上會有正面的貢獻，不少相關研究亦這樣推測，例如 O’Neill et al. (1989)證實董事會獨立性的提升有助

於企業落實環境保護與追求創新，同時有助於促進企業在社會中的聲望與榮譽。Prado-Lorenzo 與 Garcia-

Sanchez (2010)更主張董事會的獨立性是企業對於社會責任的展現，能幫助建立於社會中建立法統性。 

綜上，獨立董事的聘用對於企業追求社會責任之正面貢獻可見一斑。家族企業透過履行社會責任，以

促進長期且永續的發展過程中，倘若願意遴聘獨立董事以提升其公司治理效益，相信對於家族企業在社

會責任的正面效益上，會有相當的促進效果。爰此，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 3：董事會獨立性會強化家族企業參與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可能性。 

參、 研究方法 

一、 資料來源 

為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假設，相關研究所需之企業基本資料與公司治理資料，係利用台灣經濟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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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資料庫作為取得依據。TEJ 為國內最重要的企業研究資料庫，其內容涵蓋

甚廣，被廣泛利用於相關企業研究，資料之準確性應無疑慮。至於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本研究著眼於企

業自願性揭露為研究焦點，而相關社會責任的重視始於 2002 年之公司治理制度改革，始有企業開始進行

社會責任報告書之編撰。至 2014 年前後，食安及工安事件喚起國人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故金管會

於 2014 年起陸續對部分產業之上市櫃公司有編製社會責任報告書的要求。本研究之觀察期間理應為

2002~2013 年，惟本研究社會責任報告書的相關資料取自「TEJ 台灣公司治理指標—社會責任資料庫 」，

該資料之資料收集期間為 2004~2014 年。綜合相關改革時間與資料庫限制之交集，本研究以 2004 年至

2013 年為調查企業是否自願揭露社會責任報告書的期間，刪除相關研究資訊有所疏漏之樣本，研究樣本

共計有 10,784 公司/年。 

二、 應變數 

企業社會責任(CSR)：社會責任的履行意願或程度，直至今日，國內外仍未有標準指標或評估方式來

界定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以國內企業為例，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者，可以藉由參與第三方機構的遴

選，例如天下雜誌「CSR 天下企業公民獎」或遠見雜誌「CSR 企業社會責任獎」等。美國則有如

KLD Research & Analytics、STOCC limited、Sustainable Asset Management Group 等機構針對上市公司作

企業社會責任的評比。不少研究也利用這些指標或獲獎行為進行相關研究，例如池祥萱等(2014)利用

STOCC limited 與 Sustainable Asset Management Group 所建構的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來調查企

業從事 CSR 的利弊、Di Giuli 與 Kostovetsky (2014)利用 KLD 資料了解企業政治傾向是否關係到 CSR 的

從事程度、陳庭萱等(2016)根據天下企業公民獎研究台灣銀行業企業社會責任對長短期股價之影響。不過，

研究即使利用相同觀察指標卻無法產生一致性的結果，例如同樣以天下雜誌所頒布的「CSR 天下企業公

民獎」為研究依據，張元(2011)的調查結果顯示，被遴選為獲獎公司者，其不論是短期或是長期均無法獲

得較高之投資報酬；楊馥如等(2014)的研究結果則出現相反的結果，即獲獎企業能創造較佳的股東權益報

酬率。上述對立的研究發現，可能象徵著現有的量測指標或獲獎紀錄無法讓我們有效了解企業從事 CSR

的原因與效益，相關原因如獲獎與企業規模或行銷活動有高度相關性等批評(Aras et al., 2010; Hossain and 

Reaz, 2007; Purushothaman et al., 2000)。本研究認為企業是否主動揭露其企業社會責任資訊報告書可能較

不受相關因素干擾，較能確實反應出企業從事社會責任活動的意圖，此作法亦被近期研究大量採用(Chen 

et al., 2016; Clarke and Gibson-Sweet, 1999; Gamerschlag et al., 2011; Rodríguez and LeMaster, 2007)。故本研

究以社會責任報告書之揭露與否，作為觀察企業是否有履行社會責任之意圖，以虛擬變數衡量，即若該年

度樣本公司有社會責任報告書之揭露標記為 1，反之為 0。 

三、 解釋變數 

家族企業(FB)：截至目前止，國內外研究對於關於家族企業的定義為何，並未有統一的標準，例如

Burch (1972)認為，家族企業乃個人及其家族成員持股佔該公司 4%以上且有擔任董事者，則視為家族企

業；Claessens et al. (2000)則以家族持股超過 20%作為區隔該企業是否被家族控制；葉銀華(1999)、馬黛與

李永全(2008)、李振宇與蘇威傑(2009)等國內學者，則以家族成員持股超過 10%且佔有一半以上董事會席

次者為家族企業。考量本研究以台灣企業為研究對象，在未有標準界定的情況下，本研究以家族成員持股

超過 10%且佔有一半以上董事會席次者作為家族企業界定的標準，滿足家族企業之樣本公司標示為 1，反

之為 0。 

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DEV)：關於本變數的衡量，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的定義與衡量未能有統一

的衡量方式，惟多數研究多以 La Porta et al. (1999)所提出的定義為基準，即凡股東直接或間接的投票權超

過 20%的股權，則稱之為最終控制者。而現金流量權之定義，La Porta et al. (2002)將其定義為直接現金流

量權與間接現金流量權之總合。再根據 La Porta et al. (2002)之計算基礎，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以「控

制權－現金流量權」作為計算基礎。 



               嚴涓鳳等／南臺學報社會科學類 第 3 卷第 1 期 2018 年 6 月 20—35              26 

董事會獨立性(BI)：獨立董事的基本條件為(1)不能在該公司任職、(2)與該公司董監事無二等親關係、

(3)選任持股不得高於 1%等。董事會獨立性則以獨立董事人數占全體董事人數的比例為量測基準，過去研

究在此變數的衡量基準點上較無爭議(Combs and Skill, 2003; Jaggi et al., 2009; Setia-Atmaja et al., 2011)。 

四、 控制變數 

除了本研究所關切的三項解釋變數，尚有其他可能影響企業是否願意履行社會責任的相關因素。本

研究將企業規模、董事會規模、董事會持股、負債比例、過去營運績效等作為控制變數。這些控制變數的

選擇，主因於過去研究多數認為他們對於企業的營運行為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 (Galbreath, 2010; 

Udayasankar, 2008)，故本研究將其納入後續分析模型中，希冀藉此提高本研究的客觀性與可信度。 

企業規模(FS)，本研究以年底年度之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作為量測基準。董事會規模(BS)以年底年度

之董事會總人數為基準，而董事會持股(BO)同樣以年底年度之董事會總持股比例為計算基準。負債比例

(DR)則以樣本年底年度的「負債總額／資產總額」來量測。除上述控制變數外，將此過去營運績效納入分

析模型之中有助於避免「績效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因果爭議問題，採用 Lin (2014)之分析方法來解決

因果位置問題，本研究以樣本年度之前一年的資產報酬率(ROA)作為過去營運績效(PP)之衡量標準。 

五、 研究方法 

考量本研究之應變數為類別變數及同時包含橫斷面(cross-section)與時間面(time series)的資料型態，

故本研究採用縱橫資料羅吉斯回歸模型(Panel data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來進行假設驗證。其中縱橫

資料(Panel data)與一般回歸模型最大的差異在於此類型資料分析型態能夠同時控制個體(individual)之間

所存在的差異性(heterogeneity)及解決個體樣本不同時間所存在的相依性，降低估計偏誤(biased)的機率。 

肆、 結果 

一、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係數 

表 1 為本研究所有變數之敘述統計量與相關係數表。本研究以國內上市公司為所有研究樣本，共計

有 10784 筆公司/年資料，根據葉銀華(1999)對於家族企業定義基礎，本研究樣本中家族企業共有 5179 筆

公司/年資料。相關係數部分，所有解釋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均屬合理範圍內，且利用變異數膨脹因素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檢測發現，所有變數的 VIF 落在 1.041~2.610 的範圍之內，故變數之間的共

線性問題應不嚴重(Hair et al., 2010)。根據敘述性統計之資料顯示，全體觀察樣本中，僅只有大約 10%的

觀察樣本有主動揭露企業社會責任之作為，可見國內企業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仍處於初期階段。董

事會獨立性平均值也僅只有 13%，即平均每十位董事中僅有一位獨立董事。再者，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

偏離之平均值大於 1，顯示國內企業普遍存在有「大股東-小股東」的代理問題。綜合而言，本研究所關注

的相關變數之統計資料，均指出國內企業在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與公司治理改善上，仍有相當的改善空間，

也突顯本研究所欲探究問題的重要性。 

二、 分析結果 

表 2 為羅吉斯回歸分析之結果，Model 1 為基本模型，所有控制變數均被納入，分析結果指出企業規

模、董事會規模、董事會持股、負債比例、過去營運績效等控制變數對企業參與社會責任可能性均有顯著

關係。具體而言，公司規模與董事會規模愈大之企業，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上有較為積極的作為。董事會

持股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負向關聯，此發現與 Lin 等人(2015)之發現一致，台灣企業在社會責任的履

行上，仍屬於發展階段，大股東們尚未體認企業社會責任的價值，反可能認為社會責任相關活動之支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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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謂的成本浪費。負債比例的負向顯著影響則指出，舉債較多企業恐無力投資短期內可以見效的社會責

任活動。關於過去營運績效之負向影響，意味著營運表現好的企業較不著眼於與財務績效不相關的活動，

同時也隱含著營運效能不佳的企業，恐試圖利用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履行，來分散資本市場壓力。 

Model 2，討論家族企業是否對於參與企業社會責任可能性的檢測，在整體模型顯著的情況下，研究

結果顯示係數為負但未達顯著標準(coef. = -0.411)，即家族企業與企業社會責任的主動參與行為假設未能

符合假設期待，故假設 1 不予支持。Model 3 分析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是否弱化家族企業從事企業社

會責任的機會，結果顯示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對於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履行有顯著的負向效果，即

當企業存在大股東-小股東」的代理問題時，此般企業應多著眼於短期營運效益而非長期表現。進一步測

試「家族企業(FB) x 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DEV)」之交互作用，結果顯示係數為負但未達顯著水準，

即假設 2 未能獲得統計上的完全支持。Model 4 則探究董會獨立性是否能正向強化家族企業從事企業社會

責任的機會，研究顯示董事會獨立性愈高的企業，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上有較積極的投入，而「家族企業

(FB) x 董事會獨立性(BI)」之交互作用項係數為正且顯著(coef. = 3.330, p<0.001)，支持本研究假設 3 之期

待，即董事會獨立性會強化家族企業對於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可能性。Model 5 考慮所有變數，結果並不

受太多干擾，變數的顯著與否及方向性的維持，均維持一致，故相關假設結果應屬穩健。 

為進一步確認假設 3 之發現，本研究利用 Aiken 等人(1991)之作法，作出交互作用圖。如圖 1 所示，

當家族企業董事會中有較多獨立董事參與時，家族企業在從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時的意願，明顯較高，再

次確認假設 3 之發現。 

 

 

 

 

 

 

 

 

 

 

 

圖 1 董事會獨立性之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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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關係數與描述性統計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1 企業社會責任(CSR) .10 .293         

2 公司規模(FS) 15.81 1.550 .357**        

3 董事會規模(BS) 7.34 2.647 .193** .447**       

4 董事會持股(BO) 20.82 14.385 -.035** -.088** .115**      

5 負債比例(DR) 39.60 19.739 .074** .368** .133** .005     

6 過去營運績效(PP) 5.15 10.239 -.007 .038** -.017 .071** -.249**    

7 家族企業(FB) .48 .500 -.010 .072** -.017 .168** .056** -.087**   

8 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DEV) 6.48 10.801 .063** .088** .148** .435** -.012 .036** .019  

9 董事會獨立性(BI) .13 .162 .166** -.012 .012 .004 -.034** .112** -.354** -.068**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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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縱橫資料羅吉斯回歸模型分析結果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Coef. S.D. Coef. S.D. Coef. S.D. Coef. S.D. Coef. S.D. 

公司規模(FS) 6.284*** (0.303) 6.252*** (0.302) 6.280*** (0.307) 5.874*** (0.322) 5.938*** (0.326) 

董事會規模(BS) 0.161*** (0.041) 0.149*** (0.041) 0.157*** (0.042) -0.013 (0.059) -0.010 (0.059) 

董事會持股(BO) -0.071*** (0.010) -0.069*** (0.010) -0.078*** (0.010) -0.063*** (0.012) -0.071*** (0.012) 

負債比例(DR) -0.059*** (0.008) -0.059*** (0.008) -0.060*** (0.008) -0.056*** (0.009) -0.059*** (0.009) 

過去營運績效(PP) -0.109*** (0.011) -0.110*** (0.011) -0.109*** (0.011) -0.108*** (0.012) -0.109*** (0.012) 

家族企業(FB)   -0.411 (0.211) -0.446 (0.249) -0.630* (0.308) -0.696* (0.335) 

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

(DEV) 

    -0.062** (0.018)   -0.047* (0.019) 

董事會獨立性(BI)       9.928*** (0.939) 9.551*** (0.950) 

家族企業(FB) x 控制權與現

金流量權偏離(DEV) 

    -0.002 (0.016)   -0.007 (0.018) 

家族企業(FB) x 董事會獨立

性(BI) 

      3.330** (1.166) 3.330** (1.193) 

Log likelihood -1039.506 -1037.591 -873.663 -1029.544 -1029.544 

LR Chi-square 1168.18*** 1172.01*** 1499.86*** 1188.10*** 1188.10***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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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對於當代企業欲追求永續經營有著不可忽略的角色。家族企業的重要使命之

一，包含著追求長期及永續的目標。本研究試圖利用台灣上市公司作為調查對象，試圖了解家族企業是否

因為其追求永續的企業經營目標而較願意從事企業責任活動的投入。藉由 2002~2015 年的觀察週期，利

用 10784 筆公司/年資料作為調查基礎，並以企業自願接露「社會責任報告書」作為觀察企業履行企業社

會責任意圖的標的。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家族企業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傾向上，並未明顯高於非家族企

業。除此之外，本研究亦同時測試了「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及「董事會獨立性」兩項干擾變數，試

圖了解家族企業在追求企業社會責任傾向上是否受到相關干擾變數的調節。研究結果顯示，象徵著「大股

東-小股東」代理問題的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並未顯著弱化家族企業追求企業社會責任的傾向。反之，

董事會獨立性則被發現有著顯著的正向調節效果，即家族企業若晉用較高比例的獨立董事，對於其履行

企業社會責任的傾向，有正向調節效果。 

相較於其他國家研究結果，家族企業被證實有較高意願從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Castejón and López, 

2016; Cruz et al., 2014; Liu et al., 2017; Marques et al., 2014; Panwar et al., 2014)，在台灣的研究卻發現相左

的狀況。相關原因可能是因為台灣家族企業直至今日尚未有明確的發展規劃，例如「2016 資誠家族企業

調查報告」即曾經對台灣家族企業做了相關接班的研究，發現台灣家族企業有相當程度比例，對於接班與

永續經營仍未有明確的方針。此原因可能導致台灣家族企業在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程度上仍待改善。 

關於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之調節效果，研究結果顯示，當企業有較高程度的控制權與現金流量

權偏離時，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傾向會被顯著的抑制。然干擾調節效果不存在的原因，可能是台灣家族企業

在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態度上，與一般企業無異，故干擾效果無法特別產生影響。反之，研究結果顯示董事

會獨立性的提升除了對其自身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正向效果外，同時對家族企業在企業社會責任履

行上有著正向的調節效果，即獨立董事能夠協助家族企業追求與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相關研究成果具體指出，台灣家族企業在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程度上仍待努力，但透過獨立董事的聘

用，家族企業在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程度上會有大幅的改善。家族企業經營者，積極投入營運績效的提升之

際，可能忽略企業社會責任可能為其帶來之長期效益。透過獨立董事的聘用，可以彌補經營者在縱觀全局

上的不足。政府單位，長期以來以不斷鼓勵台灣企業能夠透過設立獨立董事，來提升公司治理表現。此本

研究結果，進一步與政府政策相呼應。 

除了上述研究發現外，本研究亦有些研究限制必須說明，後續研究可以思考其他替代方案，看是否能

有不同的研究發現或建議。首先，家族企業的定義，本研究利用過去葉銀華(1999)的定義，作為家族企業

遴選的標準。後續研究可以比較不同遴選基礎是否產生不同的結果。第二，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衡量，本

研究利用自願揭露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方式來量測，惟有少數研究指出，自願揭露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無法凸顯企業真正履行哪些內容？且是否讓報告書流於形式？後續研究可以比較不同企業社會責任量

測，是否產生相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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